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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中國文論與六朝「詩賦合流」現象 

 

第一節、風騷之情，山水之助 

——《文心雕龍‧物色》與六朝「詩賦合流」現象 

 

關於《文心雕龍》〈物色〉一篇的討論，歷來成果頗豐。一方面當然是根源

於〈物色〉篇中象徵了某一時代的審美價值與書寫範式，另一方面也肇因於「物

色」的觀念成為六朝當時以及後代非常重要的文學理論術語之一。除了《文心雕

龍》為「物色理論」進行定義之外，同時代《文選》賦類之下更有「物色」一類，

挑選出宋玉〈風賦〉、潘岳〈秋興賦〉、謝惠連〈雪賦〉、謝希逸〈月賦〉等四篇，
1專寫自然景物、山川秋月主題之賦作。當然，細膩而論，〈物色〉一篇充滿了理

論性以及深層的隱喻性，比較之下「物色類」則顯的表面而化約，然而我們同樣

可以由此觀察出，《文心雕龍》與《文選》的互為表裡。當然，至於劉勰與蕭統

的生平背景、私交，以及劉勰為東宮洗馬時的過從甚密等實質的因素，與文論、

選文的不謀而合，都可以作為詮釋過程中的一種可能性。 

 

而當一常用詞彙被推進拉抬成為一個專有術語、一個原生辭義被賦予之衍生

意義時，在歷史中已然注定其所帶出的變造、詮釋、以及不斷的闡釋與挪用的宿

命。近來學界對於〈物色〉頗為關注，除了早年零星的單篇論文之外，林莉翎有

《六朝物色觀研究》、2江明玲《六朝物色觀研究——從感物到體物》、3黃素卿《《文

心雕龍‧物色》研究》，4都以學位論文的形式，大篇幅的針對〈物色〉篇以及其

衍生的文學理論、歷代的傳承、沿革與改造上，進行深入而細膩的爬梳與討論。

討論的對象也從過去考據派的前輩學者，擅長取法的如次序問題、語譯問題，過

度到了專精而深刻的文學理論術語之中。相關的評論模式、類比詞彙，如形似、

儷采、體物、感物也都一併歸入討論之林、引申之列，可謂多家爭鳴、別開生面。

也正因為典型已在宿昔，我們可以奠基於前人研究基礎之上，鳥瞰遠眺，故很多

關於考據、佐證、源流性的問題，本文不多贅言。下文就《文心雕龍‧物色》的

篇序與內涵問題，進行梳理。 

 

1.〈物色〉之篇序問題 

然而在進入〈物色〉篇之初，有一個重要的問題須先行釐清，即是前人關注

                                                 
1
 參見梁‧蕭統，《文選》(台北：藝文印書館，2003再版)第十三卷賦庚物色類，195~202頁。 
2
 林莉翎《六朝物色觀研究》，台南：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9。 
3
 江明玲《六朝物色觀研究——從感物到體物》，台北：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2001‧6。 
4
 黃素卿《《文心雕龍‧物色》研究》，新竹：玄奘人文社會學院中國語文研究所，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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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排序議題。范文瀾首先針對〈物色〉一篇在《文心雕龍》一書的次序，提出其

疑惑與見解： 

 

本篇當移在〈附會篇〉之下，〈總術篇〉之上。蓋物色獨言聲色，即〈聲律

篇〉以下諸篇之總名，與〈附會篇〉相對而統於〈總術篇〉，今在卷十之首，

疑有誤也。5
 

 

按照范氏之意，〈物色〉言聲色，在整個修辭論中，已經將盡到了收尾之處，所

以應當與〈附會〉篇並列，而在對於創作論進行總結的〈總術篇〉之前，方為其

正確的位置，至於范氏之是非對錯，本文姑且稍後方論。郭晉稀在《文心雕龍注

釋》前言中，說明了〈養氣〉、〈附會〉、〈事類〉、〈物色〉等篇章篇次的問題，針

對前三篇的方面，郭氏提及， 

 

〈事類〉談的是聚事類義，〈附會〉談的是「附詞會義」，都屬於內容問題，

至於〈養氣〉屬於剖情，就不言而喻了。現在把這三篇都雜入析采之內，明

顯是錯誤的，應該把三篇提前，納入剖情之中。6
 

 

若更換某一篇的次序，方可強作前人錯簡、斷爛之說，然而此三篇原本相距甚遠，

無所關聯，以己意強更迭之，實在難以作解。郭氏考量自然有其獨到之處，然而

按本文之見，〈事類〉、〈附會〉今日修辭學亦有之，內容與形式並不影響修辭實

質的指涉內涵；又，〈序志篇〉中「剖情析采」這樣的定位，頗有駢文「互文見

義」的句式語脈，剖情自然析采，析采根於剖情，故無須強作另解、斷章隔義，

言卷某自某當為剖情，其後則為析采。在確認了〈物色〉前後相關篇章的次序之

後，我們方能繼續探究郭氏對〈物色篇〉篇次的意見： 

 

……還有〈物色〉，今本《文心》列在第四十六，次於〈時序〉之後。崇替

於時序，褒貶於才略，怊悵於知音，耿介於程器，長懷序志，以馭群篇。明

文證明了〈物色〉的次序，是錯亂的。7
 

 

我們姑且先擱置郭氏的意見。祖保泉有〈《文心》下篇篇次組合試解〉一文，針

對郭氏之見多有批駁，祖氏於結論處先批范文瀾： 

 

(范氏所提)「蓋物色獨言聲色，即〈聲律篇〉以下諸篇之總名」的說法符合

                                                 
5
 范文瀾，《文心雕龍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695頁。 
6
 郭晉稀，《文心雕龍注釋》(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96)，10頁。 
7
 郭晉稀，《文心雕龍注釋》，1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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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嗎？未必。我們認為〈物色篇〉事論述創作中作家與自然的關係的專篇，

原文第一段指明文之情變是由節候之變促使的，即所謂「物色之動，心亦搖

焉」；「情以物遷，辭以情發」，下文再談形象化地描繪自然景物的技巧。……

王運熙先生指出，「〈物色〉這首段講的是外界事物與文學創作的關聯，這種

內容在前面聲律、麗辭、比興等篇章中是無法找到的。……所以說，把〈物

色〉的位置移到前面去是不恰當的。」這是符合〈物色〉原文實際的。8
 

 

後斥郭晉稀： 

 

〈序志〉中對有些篇名(計十二篇)一字未提，能等於說那些篇章次第都是錯

亂的嗎？不能，那麼單獨懷疑〈物色〉篇次是錯亂的便沒有充足理由。郭先

生認為，序志中已提及的十三篇中有兩篇是錯亂的，為提及的十二篇中有三

篇的篇次也是錯亂的，都應向前移位，這樣一來，真是下篇篇次的天下大亂

了。9
 

 

祖保泉的論述具有相對的力道與批駁的精準性存在。其實按照本文之見，郭晉稀

的排列方式是有其著眼點，其他如牟世金言〈物色〉應在〈練字〉之後，〈隱秀〉

之前，同樣有其觀點與考量所在，我們都應予以尊重。10然而郭氏論點的遭受攻

訐駁斥，或許是肇因於其證據太少、過於薄弱之故。研究者按照其理論、文脈，

並且以《文心雕龍》為一環環相扣的緊密文本、論文專書為前提，作出各種臆測，

或許有其偏頗，然而不同的順位次序更引發了關於理論與術語的拉鋸戰、角力

賽，其重要性可見一斑。這也正是本文在討論〈物色〉篇內容之前，針對其順序

進行羅列之原因所在。 

 

過去筆者一度較認同范文瀾之說，以視〈物色〉為一修辭性的、割情裂采的

方法論之一，不該與後五篇的總體討論混之不分。然隨著本文的提出，我們可以

嘗試將〈物色〉或者「物色修辭法」，作為會通六朝詩、賦兩大文類的重要術語

理論依據，若是如此，〈物色〉理所當然的，可以登堂入室，跟〈時序〉、〈知音〉、

〈才略〉諸篇分庭抗禮、相提並論。換言之，「物色」是一種技巧、觀點、也是

一種修辭，而且就劉勰當時而言，是一個極其重要的「主流修辭」。若此論述成

立，讓〈物色篇〉安於原位，而不用被挪前更位、貶抑其地位，則亦是本文附帶

而生的成果之一。 

                                                 
8
 祖保泉，〈《文心》下篇篇次組合試解〉，收錄張少康編，《文心雕龍研究》(武漢：湖北教育出

版社，2001)，373頁。 
9
 祖保泉，〈《文心》下篇篇次組合試解〉，收錄張少康編，《文心雕龍研究》，373~374頁。 
10
 牟世金，《雕龍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17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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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物色〉之內容問題 

    〈物色〉篇之所以引發爭議，與其內容鋪陳以及其與它章有所迥異的敘述脈

絡有著密切關係。不過實際上其間產生的問題也並不僅止於〈物色〉一篇。在《文

心雕龍》五十篇中，除了〈序志〉所提及的「本乎道，師乎聖，體乎經，酌乎緯，

變乎騷：文之樞紐，亦云極矣」，11使我們確定了前五篇樞紐論以及其順序；又

提及「若乃論文敘筆，則囿別區分，原始以表末，釋名以章義，選文以定篇，敷

理以舉統」，使我們確立了第五篇到第二十五篇文類論的體裁書法之外，前述之

郭晉稀亦提及，今日所見之版本係至隋傳之《文心雕龍》十卷，故下篇所衍生的

紊亂與質疑大抵上其來有自。 

 

除此之外，後人如王更生為下篇所定義的，如第二十五至第四十四為「創作

論」、第四十五篇〈時序〉之後為「批評論」等定名，皆出其己意，若究其內容

定義，自然非劉勰原義。另外下篇所牽扯出來千絲萬縷的問題，更肇因於下篇並

沒有像文類論般，按部就班地先原始表末、釋名章義，然後選文定篇，最後敷理

舉統。12下篇有時舉例引證、有時建構理論、有時探討源流、有時又提出警語，

標舉建言。所以經常一篇之中指涉多種修辭、或多篇實則共指一事，又就內容、

又言技巧、時又就形式、或者又就鳴發情感內容的一種途徑立論，如果想僅從一

端，逕行切割析斷，言某篇言割情、言創作內涵；某篇言析采，言外在形式，只

會篡改原義、取捨由心，而遮斷了其欲表達的原義。故按本文之見，姑且不須如

前人先驗地定義下篇為一整全而縝密的理論架構，完整按照順序無所間隙。而試

圖先承認劉勰書寫過程中可能發生的自由性以及創作者的主體意識之後，並進而

回歸到文本之中，探究一篇的主旨得失。 

 

江明玲於《六朝物色觀研究》一文中，提及〈物色〉篇的內容大分為二，先

揭示景物之色與文學創作的關係，再論春秋代序，時序的發展以及物色描寫的演

變歷史。這樣的區分大抵上是可信的。13為了討論的方便，本文不厭其煩的抄錄

〈物色〉篇原文於斯，首段即言， 

 

春秋代序，陰陽慘舒，物色之動，心亦搖焉。蓋陽氣萌而玄駒步，陰律凝而

丹鳥羞，微蟲猶或入感，四時之動物深矣。若夫珪璋挺其惠心，英華秀其清

                                                 
11
 梁‧劉勰著、清‧黃叔琳注，《文心雕龍注》(台北：世界書局，1984)，175~176頁。由於本

章以六朝文論為主題，故為求行文流暢，下文徵引《文心雕龍》原文處皆據此本，不另贅述。 
12
 王更生先生對於《文心雕龍》著作頗豐，關於樞紐論、文體論、創作論、披評論的分類與後

設的統攝，可參見氏著《文心雕龍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4)與《文心雕龍讀本》(台北：

文史哲出版社，1985)等相關著作。 
13
 江明玲，《六朝物色觀研究——從感物到體物》，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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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物色相召，人誰獲安！是以獻歲發春，悅豫之情暢；滔滔孟夏，鬱陶之

心凝。天高氣清，陰沉之志遠；霰雪無垠，矜肅之慮深；歲有其物，物有其

容；情以物遷，辭以情發。一葉且或迎意，蟲聲有足引心。況清風與明月同

夜，白日與春林共朝哉！ 

 

「物色之動，心亦搖焉」，為〈物色〉篇開宗明義對「物色」下的定義，然而「搖」

這樣的詞彙我們不應該隨意帶過。在劉勰之前的文學理論中，「搖」、「搖蕩」就

已經成為專有的學術詞彙，而不僅止於其原生義涵。《金樓子‧立言》中的「唇

吻猶會，情靈搖蕩」是很明確的證例。14歸青、曹旭於《中國詩學史》中提及，

六朝詩學中的「性情」過度到了「性靈」的過程中，被賦予了某些天才論、天賦

論這樣類似於神秘主義的元素。15同樣地，此處所謂的心接受物色的搖蕩刺激，

而產生類比反應，也屬於一種直覺性的、不可求不可強的天啟神授、福至心靈。

現代文學論述時，經常提及的關於一篇文學作品被包裹勾勒輪廓的「靈光」

(aura)，之所以翻譯成為「靈光」，其實也是繼此語意脈絡而來。而關於詩人的主

體性、小宇宙與整個客觀外在世界所產生的共鳴與交融等論述，許多研究六朝研

究者都曾經提及。不過前提在於：詩人的天賦與天才仍然主導了其身為載體與否

的可能性，四時變遷、萬物遞嬗，唯有具備天份之詩人方能感應且接受之。 

 

至於根據四季的自然景物遞嬗，引動詩人「悅豫情暢」、「鬱陶心凝」、「陰沉

志遠」、「矜肅慮深」等迥異的情感，這並不是什麼嶄新的創調，相對來說，詩人

傷春悲秋，對於時間以及被時間化的空間場域所萌動的情緒波盪，這是六朝文學

理論之中很早就肯定的議題，並非劉勰的孤鳴獨發。在論述的過程中，「情以物

遷，辭以情發」向來為研究者視為此篇的判語警句，拉抬其作為一個觀念歷史與

理論基礎的核心。江氏即作出了「物色→情思→文辭」的創作過程。16不過相對

而言，接下來〈物色〉篇進一步論述詩經以降的創作模式處，重視之討論者則愈

鮮。弔詭之處在於，本文以後下文方為〈物色篇〉很重要的議題性所在。 

 

是以詩人感物，聯類不窮。流連萬象之際，沉吟視聽之區。寫氣圖貌，既隨

物以宛轉；屬采附聲，亦與心而徘徊。故灼灼狀桃花之鮮，依依盡楊柳之貌，

杲杲為出日之容，瀌瀌擬雨雪之狀，喈喈逐黃鳥之聲，喓喓學草蟲之韻。皎

日嘒星，一言窮理；參差沃若，兩字窮形。並以少總多，情貌無遺矣。雖復

思經千載，將何易奪。 

 

                                                 
14
 梁‧蕭繹，《金樓子》(台北；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會叢書，1969)，189頁。 

15
 歸青、曹旭，《中國詩學史—魏晉南北朝卷》(廈門：鷺江出版社，2002)，271頁。 

16
 江明玲，《六朝物色觀研究——從感物到體物》，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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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段論述乍看之下並不難理解，江明玲與其他的研究者對於此段亦無多所著

墨。然而實際上「寫氣圖貌，既隨物以宛轉；屬采附聲，亦與心而徘徊」這一句

看似互文見義、駢偶句式的華美精工之句，正是〈物色〉篇以至於整部《文心雕

龍》情采問題的拉鋸所在。首先筆者的疑惑起於所謂的「參差沃若，兩字窮形」

這個問題上，顯然劉勰在討論《詩經》(尤其是國風)的描寫景物問題，更表徵而

細膩化的說，這一段主要在討論《詩經‧國風》中寫景物的疊字與綴語的問題。

實際上桃花灼灼、楊柳依依，疊字雖工，並不盡然是最恰當的雙疊修辭，所謂的

思經千載，無奪難竄是否太過於誇飾。更何況疊字綴語，創作者自有其靈感與巧

思所在，而從東漢古詩，以至於建安、太康的擬古詩作，疊字修辭與景色興發可

以說是緊密扣合，而且詩人巧思頗有佳作，是否有必要一切循依千年之前，國風

之辭，方是唯一的準則與圭臬，其實有待商榷。 

 

    在這樣的問題意識之下，我們如果繼續爬梳，就可以理解劉勰在特別在〈物

色〉篇中，標舉出與物色關係不大之疊字修辭的實際義涵： 

 

及離騷代興，觸類而長，物貌難盡，故重沓舒狀，於是嵯峨之類聚，葳蕤之

群積矣。及長卿之徒，詭勢瑰聲，模山範水，字必魚貫，所謂詩人麗則而約

言，辭人麗淫而繁句也。至如雅詠棠華，或黃或白；騷述秋蘭，綠葉紫莖。

凡攡表五色，貴在時見，若青黃屢出，則繁而不珍。 

 

原來歸根究底、言歸正傳，這又是詩人麗則、辭人麗淫戰場的延續。形容群山重

疊，僅用「參差」二字，對於賦家而言當然是物貌難盡、才情難伸，描繪原野平

疇，僅是「沃若」一言，自然顯得才學疏淺、江郎才盡。於是賦家的本色、「詭

勢瑰聲，模山範水，字必魚貫」，成為劉勰的箭靶，而或許就某部分亦誠如劉勰

所說，青黃屢出，繁而不珍，此處劉從實際的描繪景色，隱喻類比到整篇文章的

物色運用、體物描寫，意在批判正采棄用，而雜色當道的近代詩賦創作。堪稱筆

力雄遠、頗有深義。 

 

歸青、曹旭在《中國詩學史》魏晉六朝卷中，提即可將南朝詩學劃為三派，

分別為新變派、國史守舊派與儒家折衷派，17劉勰與其《文心雕龍》一節的標題

即是「儒家折衷派的旗手」，18在許多觸即兩造、拉鋸性的議題上，劉勰展現出

一種普遍的、折衷意見的、兩邊遊走的論述模式，而在〈物色〉篇中也不例外。

在針對辭人用辭無當、繁蕪傷骨害義之後，對於近代又是近似於刻意的討好： 

 

                                                 
17
 歸青、曹旭，《中國詩學史—魏晉南北朝卷》，177頁。 

18
 歸青、曹旭，《中國詩學史—魏晉南北朝卷》，201頁。 



 35

自近代以來，文貴形似，窺情風景之上，鑽貌草木之中。吟詠所發，志惟深

遠，體物為妙，功在密附。故巧言切狀，如印之印泥，不加雕削，而曲寫毫

芥。故能瞻言而見貌，印字而知時也。然物有恆姿，而思無定檢，或率爾造

極，或精思愈疏。且詩騷所標，並據要害，故後進銳筆，怯於爭鋒。……物

色雖繁，而析辭尚簡；使味飄飄而輕舉，情曄曄而更新。 

 

所謂的吟詠當指「性情」，所謂的「體物」所體的當然是外在客觀而繁華綺采的

花花世界，緣情的詩技巧、與體物的賦修辭，在近代的結合既然已經是雷霆萬鈞，

銳不可擋，那麼劉勰自然遊走在其間，兩面示好般地作出折衷的批評與論述。雖

然，所謂辭人的「模山範水，字必魚貫」，無疑是一大忌諱，然而遲到的近代詩

人們，對於前人的影響焦慮，難免有眼前有景不得道之感，若只因「詩騷所標，

並據要害」，就淪為「後進銳筆，怯於爭鋒」，卻也是文壇之失、林苑之殞，於是

與鍾嶸時代相距不大的劉勰，對於「形似」的風格與技巧，充滿了鼓勵性以及前

瞻性的建言，這也與後來的《詩品》南轅北轍。 

 

按照整個脈絡觀之，其實近代文風貴於形似，這與漢賦的模山範水有直接的

影響與繼承關係，如此一來，我們難免會質疑整篇中充滿了前後矛盾的評論方

式。但是如果理解《文心雕龍》的整個創作理路，就不難理解劉勰折衷的方式所

在。誠如首章筆者曾提及，按照修辭技巧的來源，我們可以略分下篇「創作論」

中多篇為「詩類修辭」與「賦類修辭」，而「物色」一技巧，按照《文心雕龍‧

物色》一篇，可以說是雖受命、發軔於《詩經》，實際上卻開展、拓擴於漢大賦。

在討論到「物色」——這個由盎然繁盛的自然界萌芽、由漢大賦滋養而生、趨近

純粹而極端的「采」——的一個重要技巧，在書寫理論的架構過程中，文論家當

然須對於這個技巧的提倡與宣揚進行讚美、激賞性的鼓勵話語。但是在說明技巧

與觀念形成的過程中，有感於當代文風的劉勰，又迫不得已地必須對於這樣的觀

念史被過度渲染而導致的惡果進行警惕與忠告善導，所以宣揚完「體物為妙，功

在密附」之後，馬上補入了「不加雕削，曲寫毫芥」這樣稍有悖反的警語。到了

「或率爾造極，或精思愈疏」一句，更導出某種創作與物色冥契中吻合的神秘主

義。這樣的情況不僅止於〈物色〉一篇，許多篇章都可以清晰檢證出如此拉扯的

軌跡。這是歷來研究者較為忽略之處，也正因為《文心雕龍》如此，方便於其遊

走在兩派之中，兩面討好而得到最大的公約數，終於完成其經典化之過程。 

 

〈物色〉篇最後一段在討論的軌跡中，更是長期受到忽略。然本文以為此段

方為〈物色〉篇篇次問題以及篇旨問題非常重要的一個風向球。行文至結語，我

們可以想像劉勰對於兩造意見，儒家宗經與文采新變兩派都已經能夠有所交代之

後，於是曲終奏雅，以抽離的、宏觀的視域論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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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乃山林皋壤，實文思之奧府，略語則闕，詳說則繁。然則屈平所以能洞監

風騷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 

 

誠如〈序志〉篇提及的「師乎聖，體乎經，酌乎緯，變乎騷」，經與騷自然位在

樞紐，重要地位不言而喻。然而此處劉勰卻嘗試提出一種逆反的思考模式，如果

山水之助直接促使了洞監風騷之情，那麼實際上「物色修辭」更應當早於宗經(其

實在文學起源論上，某些派別確實服膺山川風月催化了文學的誕生與開展)，而

所謂的「道沿聖以垂文，聖因文而明道」就只能扮演思想上的稻草人，定義上的

六法全書，而未必是歷史的原貌。 

 

當然，在儒家傳統下的理論建構者有著無法背棄的法理底限，於是乎在當時

非常重要的創作理論之一的、從賦文類而來，後來成為各種文類所接納的、六朝

極其重要的創作觀念與修辭技巧——「物色修辭」，就被迫邊緣化、去中心化而

離開了本來可以位居的樞紐論，放到了末卷卷十之首。然而「物色」在當時的影

響力，也讓〈物色〉篇有足夠的依據與話語權力，可以理直氣壯的與〈才略〉、〈知

音〉、〈程器〉並列。創作論中的修辭，如〈聲律〉、〈練字〉、〈比興〉等，大多起

源於某一文類，盛行於某一時期。然而〈物色〉卻正與其皆不同，其跨越多時代，

從古至今皆有「物色技巧」的操演，亦有無盡之詩人，汲取豐沛文思於茲。換言

之，談徵聖、宗經太過於空泛，玄虛而飄邈，〈物色〉有很大的可能扮演的是一

種實質的創作起源論。於是〈物色〉篇其實就是一篇「物色技巧法」加「物色修

辭史」的結合。「物色修辭法」從《詩經》時代的「聯纇窮形」、到了漢大賦時期

的「詭勢瑰聲」、進而發展到劉宋山水詩的「巧言切狀」。這樣的物色歷史一方面

說明著「賦修辭」、「賦視域」與「賦技巧」進入詩作品中，同時劉勰也點出了

「巧」——印證了本文首章針對許東海氏「巧構形似」一論述之商榷——的重要

性。宋代以降的物色修辭史，呈現出的是與詩經時期、漢賦時期迥異的——第三

種「修辭型態」。 

 

最後兩段劉勰更進一步將〈物色〉篇與「物色修辭」的重要性再次彰顯，如

此一來「物色」理所當然以一個重要修辭的姿態，立於後五篇，而名正言順，無

所謂篇次錯亂錯簡的問題須釐清矣。 

 

除此之外，本節仍欲針對江明玲〈六朝物色觀研究〉中分析劉勰物色觀念一

節中，所提出的漢魏晉古詩進行簡略的辨證： 

 

……「體物」原是針對賦而立的批評術語，劉勰將之用在山水詩的批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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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劉勰對於詩歌賦化已有察覺。 

劉勰這一段歷史的回顧(指〈物色〉篇中的回顧)，兼及詩經、辭賦及劉宋作

品，觀照面可謂周延。然而，若單以詩歌為考察的對象，劉勰對於古詩的觀

察，卻僅侷限於詩經及劉宋時期的詩歌，遺漏了漢魏晉之際的作品，使得漢

末〈古詩十九首〉及魏晉古體詩未在討論之列。……劉勰著眼於後作，而忽

略漢魏晉時期的詩歌，可能有兩個原因：其一，漢、魏、晉之際文學的主流

是辭賦而非詩歌，所以不在討論之列；其二，視漢、魏、晉詩歌中有關物色

描寫的手法與《詩經》無異，無須特別提出，倒是劉宋時期的物色之寫與詩

經的傳統有明顯的差異存在，有特別提出的必要。19
 

 

江氏提出的兩個解釋，大抵言之成理。不過若言「漢、魏、晉之際文學的主流是

辭賦而非詩歌，所以不在討論之列」這樣的說法，實際上太過於表面而化約。誠

如前述，「物色法」雖然受命於《詩》，但是聯繫與造形並沒有那麼直接而強烈，

實際上仍然是被大量運用在騷賦。從這裡出發我們可以去討論江明玲所提出的第

二個可能原因，並且衍生出更細膩的問題，劉勰在〈明詩〉篇中稱枚叔〈孤竹〉

一篇，「婉轉附物，招悵切情」，堪稱五言之冠冕，可見在體物物色的發展歷史而

言，〈古詩十九首〉自然有其物色法的運用，但是諷刺的是，在《文心雕龍》五

十篇中從未被當中例證標舉而出。即便如〈比興〉這樣跟《詩經》有密切關係的

修辭技巧，舉例中亦是賦多於詩。這其中有一個重點是我們不能忽略的，即是誠

如江氏所言，漢魏古詩有許多部分繼承《詩經》而來，甚至至建安曹氏父子仍然

方興未艾，但是《詩》系譜而下的作品，固然自成一體，內容質樸豐沛，然而就

實際上的物色而論，文采藝術較後期顯得簡陋。很顯然的所謂的「物色雖繁，析

辭尚簡」、「以少總多」、「情貌無遺」這都只是一種理想，只是一種對於當代過度

的繁蕪所作的剪裁。這一點我們從明清詩話家的討論亦可以窺見一二。如胡應麟

《詩藪》言「漢人詩，質中有文，文中有質，渾然天成，所以冠絕古今。」20；

「非神化所至而何？」21，這顯然都是處在意念先行的大環境下，因為對於寫實

主義文風的緬懷，所製造出刻意與過度的拉抬。22
 

 

所以劉勰所認定的「物色」的理論歷史，從《詩》萌發，經由漢賦的開拓，

                                                 
19
 江明玲，《六朝物色觀研究——從感物到體物》，12頁。 

20
 胡應麟，《詩藪‧內編》卷二(台北：廣文書局，1973)，40~41頁。 

21
 胡應麟，《詩藪‧內編》卷二，41頁。 

22
 胡應麟為明末五子之一，繼承嚴羽等神韻說，復古崇漢重唐，自然對六朝文風多有排拒。加

上過去時代氛圍、知識份子視域多半未將焦點至於斯，不外乎就盛唐氣象、秦漢文風有所欽慕，

導致明代文論家過於拉抬漢民歌、古詩或樂府。其實漢民歌樂府其藝術成就始終有限。這正如當

代顯學如台灣文學、女性書寫、同志論述、原住民文本，然其創作未必優於中國文學、男性書寫

者、異性戀創作者或漢人作品。但在長期遮蔽的環境下，需要的是快速、大量、強而有力地失重

拉抬、過度標榜，此為文學史發展與權力拉鋸的必然現象，無足怪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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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代詩風氣中開花結果。而被「存而不論」、「擱置」而僅留其名的漢魏古詩，

實在有其不能登堂入室、沒辦法跨越「物色」基本門檻的理由。故江氏所謂的，

「漢、魏主流文學以賦為主」這樣的判語並沒有錯誤，只是重點在於，「物色」

方法的建構，有非常大的養分與成因來自於賦，來自於漢魏時期之賦。然後接著

發揚光大的就是近代劉宋詩歌。所以江氏恐怕片面理解〈物色〉篇某一部份的觀

照模式，而作出「針對詩歌為考察的對象」的導論，23然而本文卻以為，詩歌僅

是考察物色修辭法歷史的一個面向。而賦更是另一個重要的、與物色修辭密切結

合的指標文類。若我們理解〈物色〉篇所討論的其實正是——關於「物色」觀念

發展史所的問題，那麼如此一來，我們可以更加理解《文心雕龍》縝密的論述方

式，而上述諸課題亦可迎刃而解。 

 

第二節、緣情綺靡，體物瀏亮 

——《文心雕龍》〈明詩〉、〈詮賦〉與六朝「詩賦合流」現象 

 

〈明詩〉居於《文心雕龍》卷二之首篇，亦是近人所謂的「文體論」之首篇，

而〈詮賦〉居於文體論的第三篇，中雜有〈樂府〉篇。詹鍈在其《文心雕龍的風

格學》一書中提及，在《文心雕龍》上篇所提及的三十餘種文類之中，僅〈明詩〉、

〈詮賦〉兩篇談純文學作品： 

 

在《文心雕龍》上篇所劃分的文類中，只有詩賦是純文學作品，至於樂府，

則是詩歌中的一體。劉勰在〈樂府〉篇裡側重論述配詩的音樂，末尾說明他

把樂府單列一篇的原因是，「昔子政論文，詩與歌別；故略具樂篇，以標區

界。」從作者所表達的內心思想情感來說詩與歌並沒有區別，所以樂府不能

和詩並列算作一體，從而它也就沒有在詩以外的獨特的風格。24
 

 

詹氏之論頗為精準，劉勰顯然不以為樂府可獨立於詩、獨當一面。若依詹之見，

將〈樂府〉與詩並列而觀的話，當代兩大純文學作品詩與賦顯然是劉勰最欲傾力

關注的大文類。此外，標題的確立也給我們許多的暗示。在《文心雕龍》五十篇

中，以「動賓」詞組(如「原道」，原者動詞、到者表示動詞所動作之賓語)表達

的標題，佔五十篇中的少數。大多數標題屬對舉對稱或單獨名詞之特質，如〈頌

贊〉、〈情采〉、〈風骨〉即對舉，〈樂府〉、〈諸子〉、〈雜文〉、〈時序〉則自成一詞

彙。除了樞紐論的五篇全是「動賓」詞組之外，扣除〈養氣〉、〈練字〉、〈序志〉

(如〈通變〉則仍有爭議)之外，就屬〈明詩〉、〈詮賦〉兩篇。除了再次彰顯兩大

文類的重要地位之外，如果沒有王更生先生按照〈序志〉所作的、嚴謹而縝密的

                                                 
23
 江明玲，《六朝物色觀研究——從感物到體物》，12頁。 

24
 詹鍈，《文心雕龍的風格學》(台北：正中書局，1994)，201頁 



 39

「樞紐論」的框限，我們甚至可以從〈正緯〉、〈變騷〉可以直觀而下進入〈明詩〉、

〈詮賦〉。如此觀之也正符合整個文學發展史的歷程，文學在六朝被賦予了獨特

而雄壯的使命感與縱深性，使之可與整個經學發展與儒家道統平起平坐。故劉勰

安排的篇章順序，其乃自有一套深意與思考理路可循。 

 

我們一般認為〈明詩〉、〈詮賦〉兩篇，劉勰的大部分觀點，以繼承前人為多，

孤鳴獨發則少。當然我們從迄今仍存的陸機〈文賦〉、摯虞〈文章流別論〉中，

確實可以找到一些定義上的雷同性。詹鍈考察從陸機、摯虞以至劉勰的「詩」定

調的過程，類分其為「緣情」、「言志」兩派， 

 

〈明詩〉一篇，專門談論詩體風格的部分佔的篇幅很少。劉勰只是說：「若

夫四言正體，則雅潤為本；五言流調，則清麗居宗。」這幾句話是繼承了摯

虞《文章流別論》而來。「《書》云：『詩言志，歌永言』言其志謂之詩。……

五言者，於俳諧倡優多用之。……然則雅音之韻，四言為正，其餘雖備曲折

之體，而非音之正也。」……摯虞主「詩言志」，陸機主「詩緣情」，言志派

的詩論，比較重視思想因素，注重詩的內容；緣情派的詩論，比較注重感情

因素，注重詩的形式。25
 

 

詹鍈將劉勰歸入摯虞之後的言志派繼承人，其實有待商榷，容後再論。其實誠如

詹氏所說，〈明詩〉專談詩體風格的篇幅很少，其實〈詮賦〉亦僅尾聲一段勉強

歸及之。不但談論風格的定義上面顯得篇幅短少，就連對詩、賦的根本定義都倉

促而草率。就所謂的詩者，持也，持人情性。或者是「人秉七情，應物斯感」云

云，都是較為化約的、偏重聲律的、大而化之的定義。這當然很大的成分是肇因

於無論是詩、賦，都是當時顯而易見的大型文類，在知識份子的場域之間對於這

顯而易見無人不明的文類進行定義無疑是極其多餘之事。不過正因為此之為當時

的先驗知識，到了後來產生時空的阻絕隔閡，在寥寥數語的定義之中，增加了當

代我們在研究上的困難與誤解。於是乎吾人在針對詩、賦文類的根本定義進行研

究時，不能不更縝密而博觀約取的謹慎討論之。 

 

    雖然資訊不夠充分，然〈明詩〉篇給閱讀者的大抵印象而言，仍然是折衷論

調。四言正體，五言流調當然是有其高下之分，不過這泰半還是導因於劉勰宗經

的詩經系譜作祟。實際上在當時五言詩完全主導詩壇的風潮下，劉勰肯定了這兩

者分庭抗禮的地位。四言如家道中落的名門之後，五言對於劉勰當代而言就是猛

起竄升的暴發戶，所以劉勰期望以四言的雅潤，修飾五言的綺靡，回到《詩經》

                                                 
25
 詹鍈，《文心雕龍的風格學》，20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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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譜已經是南轅北轍而不可得，至少折衷展現出「清麗」的特質。這純粹是一種

以退為進的折衷論調，而劉勰也很難像鍾嶸般的堂而皇之地承認五言騰踊，所謂

的正體、別裁仍然是《文心雕龍》書寫的很重要的依據。正采應當耀於間色，朱

藍當強於紅紫，儒家道統的精髓仍時而可見。 

 

在〈詮賦〉篇中，我們就有較多的線索，去探尋當時知識份子對於文類的定

義與其風格、目的的必要性。首段「賦者，鋪也，鋪采攡文，體物寫志也。」簡

單討論的賦的重要特質之後，接著大段的「原始以表末」，論述三代至六朝賦史

的發展。最後一段則是對於賦風格的回歸，並且對於文類提出建言。這是我們不

能忽略之段落。 

 

原夫登高之旨，蓋睹物興情。情以物興，故義必明雅；物以情觀，故詞必巧

麗。麗詞雅義，符采相勝，如組織之品朱紫，畫繪之著玄黃。文雖新而有質，

色雖糅而有本，此立賦之大體也。然逐末之儔，蔑棄其本，雖讀千賦，愈惑

體要。遂使繁華損枝，膏腴害骨，無貴風軌，莫益勸戒，此揚子所以追悔於

雕蟲，貽誚於霧縠者也。 

 

在所謂的「登高能賦，可為大夫」這樣的判語之中，賦僅僅是一種創作、吟詠的

代名詞，作動詞意義。劉勰一方面有意地曲解延伸，另一方面將其導向所謂的「睹

物興情」之上，也造就了賦體與「物色」密不可分的關係。按照文脈而言，所謂

的「物以情觀，詞必巧麗」是想當然爾，情接於物，感物之華麗紛采，自然創作

者走向尚巧工麗，貴在形似。但是「情以物興，義必明雅」顯得似乎有些牽強，

或許我們不能按照字面逕行強作解釋，如果語譯成情因物而興，所以義必明晰雅

正，顯得難以通順。若以互文見義的方法作解，情以物興，物以情觀，在情景交

融的情況下，詞趨巧麗是必然的、表面的走向，而義求明雅則是一種劉勰的期許

與建言，對於賦旨的重申。這一點我們從紀昀評「鋪采摛文，體物寫志」處，同

樣可以看出其拉鋸。紀評道，「鋪采摛文，盡賦之體，體物寫志，盡賦之旨」，按

照現代文類學的觀點而言(此將於下章深入探討之)，唯有當某一文類之目的、體

裁與風格三項特質的共同符合的情況下，其文類方能被定義。故若誠如紀昀之

評，則劉勰的文類觀念是非常明晰而且進步的。也可以某個層面解決「鋪采摛文，

體物寫志」的矛盾之處。但是表現的手法、體裁已然注定如此綺靡，是否有可能

表現出體物寫志這樣義正辭嚴的目的性與宗旨，這是很讓讀者迷惑與質疑的，所

以才有「如組織之品朱紫，畫繪之著玄黃」(文後稱此為「美典合法化」)這樣的

判語作為一個解套的隱喻，自圓其說的蹊徑。 

 

這樣的雅正、俗邪的對舉，則簡與淫繁的決戰，並不是僅由劉勰所遭遇。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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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勰之前或者稍後的六朝許多文論家，都面對這個問題。在儒家與其經典的宰制

壓力之下，其話語權力磅礡的籠罩之中(放在大時代與外緣環境之中，或許又是

名教與自然的某一個新闢戰場)，替文人們已經習以為常的書寫模型進行正名

化、甚至是典律化、經典化，是有其急迫性的。於是我們不只一次看到所謂的「色

之有紅紫，樂之有鄭衛」26這樣的論述，一方面說明我們確實崇尚道統、崇尚儒

家經典，另一方面也一再的回歸藝術上的隱喻，說明僅正色無間色，則織品必然

難麗；有雅樂而無淫聲，則旋律勢必陋聞。既然鄭衛、紅紫都已經被聖人接納，

被經典保留，那麼賦這樣偏向於巧麗的文體，當然有其存在的必要、有其納入文

學理論討論的必要。或許文論家未必想要討論這樣的、稍有不慎即偏向於麗淫的

作品，但是無奈賦體與尚巧似的、與賦趨近的詩作，儼然成為創作主流，不容忽

視。所以即便文學理論家沒辦法明目張膽地，對於這些作品進行「去污名化」的

工作，但是他們已經承認了這些作品文類的「合法性」，並且光明正大地說服讀

者，使所謂的類似淫樂、間色的作品，能夠登堂入室。 

 

而最後劉勰提及的「遂使繁華損枝，膏腴害骨」此一段，按照詹鍈所謂，在

言賦體之流弊、缺失。但是就其篇幅與影響，實際上仍然只是曲終奏雅，勸百諷

一，迄今的研究者吾輩其實沒辦法細膩的區分出，如〈定勢〉篇中劉勰所說的，

「賦頌詩歌，則羽儀乎清麗」的「清麗」所指涉的實際表現為何，與「麗淫」又

是如何程度上的差異，這都是無法量化的直觀感受。總之誠如《典論‧論文》所

謂的「詩賦欲麗」，為詩賦作了一個大而化之、同時牢不可破的定調。在後代創

作者肆無忌憚的爭價麗采時，文論家在某個程度扮演一個催促太陽升起的雄雉、

要求火車轉向的舵手，一方面崇尚著儒家道統本體論、另一方面又無法不去正視

沸沸揚揚的文壇風格，只好在就地合法的基礎點上、透過利益交換的方式，滲透

一些類似建言的可能與空間。 

 

如此一來我們大致上理解了〈詮賦〉篇尾段的箇中深義，絃外之音。不過贊

語一段同樣有與本文議題密切相關的語脈線索。 

 

贊曰︰賦自詩出，分歧異派。寫物圖貌，蔚似雕畫。析滯必揚，言庸無隘。

風歸麗則，辭翦美稗。 

 

大抵來說，《文心雕龍》贊語的部分，在研究的過程中較少被關注。不過此處劉

勰所提及的「賦自詩出，分歧異派」，顯然係一相當重要的判斷語。紀昀注曰，「此

分歧異派，非指賦與詩分，乃指京殿一段，草區一段言之。而其語乃測注小賦一

                                                 
26
 此語出自蕭子顯，《南齊書‧文學傳論》卷五十二(台北：鼎文書局，1979)，908~909頁。 



 42

邊」，27以至於近代，蘇怡如《魏至西晉賦的詩化》、陳英絲《六朝賦「詩化」現

象研究》等學位論文，在研究路徑與結論中，都曾徵引劉勰此段，說明賦自詩出，

到了六朝又走向靠攏，似乎研究者對贊語一段都盡信無疑。然而如果我們觀察《文

心雕龍》本論與贊語的形式架構，就可以明白劉勰話語之所源所本。 

 

〈明詩〉篇開宗明義提及，「是以在心為志，發言為詩，舒文載實，其在茲

乎」，所以至贊語處，則標誌出「民生而志，詠歌所含」的結論。贊語的書寫體

制，大抵係按照前文的順序、語脈，對於前文所提出的一些徵引、典籍以及現象

作一種統整性的結論。所以顯然的，「詩自賦出，分歧異派」這八字結語，來自

於「詩序則同義，傳說則異體。28總其歸途，實相枝幹。故劉向明不歌而頌，班

固稱古詩之流也」這是賦自詩出的根源，而到了後來的「受命於詩人，拓宇於楚

辭也。……六義附庸，蔚成大國。遂述客主以首引，極聲貌以窮文」，賦發展出

了獨特的書寫模式、體裁與風格需求，於是走出了與詩不同的道路，劉勰於是乎

稱此為「蓋別詩之原始，命賦之厥初也」，從此詩賦分流，這也就是「賦」從《詩

經》的一種技巧、創作手法，獨立成為一種文類名稱的肇始。所以「分歧異派」

四個字從斯而來。 

 

不過我們今日檢視班固、劉勰所信仰的「古詩之流」，當然可以用較為史觀

的角度介入。賦文類跟《詩經》的關係應當是聯繫很鬆散的，換言之，所謂的詩

之六義中的「賦、比、興」之「賦」，與後來作文類義解的「賦」，除了某些鋪排

上面的牽強附會，我們比較難找出實質上的繼承與沿革關係。至於古詩之流多半

是就賦的創作宗旨立論，誠如紀評「體物寫志，盡賦之旨」。體物寫志是賦的宗

旨，而這樣的寫志通常關乎到的問題在於知識份子對於政治時局的一種美刺諷

諫，而這也正是賦家所自許的、為看似鋪采摛文、堆砌辭藻的賦作注入生命力與

存在意義的重要核心價值。正因為繼承了《詩》的微言諷喻、沿革了《楚辭》在

鋪排之外的，核心的美刺傳統與香草美人系譜中的永恆不遇(不遇直接聯繫了黑

暗政局，同樣指涉到了政治層面以及知識份子的本位與終極關懷)，於是賦家可

以理直氣壯的儷采奇文、堆疊詭字，勸百諷一。 

 

然而如果只是宗旨上的雷同，其實詩與賦可以理所當然地被獨立似為兩種文

                                                 
27
 梁‧劉勰著、黃叔琳注，《文心雕龍注》，28頁。 

28
 關於「詩自賦出」的討論，本文後如第三章、第五章皆有進一步地討論。劉勰「詩自賦出」

的觀點繼承劉向、班固而來，本文嘗試提出漢人將賦拉抬並進行比附《詩》的工作，故賦在創作

者的想像中，由俚俗走向神聖(並不代表實際上如此)。其實詩、賦應當為兩脈源頭，就簡師宗梧

〈先秦兩漢賦與說唱文學關係之考察〉更提出按照音樂性、藝術進程的特質考察，賦更應當早於

詩出。關於〈詮賦〉篇一段，於簡師〈先秦兩漢賦與說唱文學關係之考察〉(3頁)文中與程章燦

《魏晉南北朝賦史》(江蘇：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3頁)中皆有相關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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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並且各有有繼所承。姑且不論鄭莊所賦的大隧之樂，士蒍所賦的狐裘之諷，

或者是簡師力主應歸為賦之濫觴的華元之謳。29這些在即席之間創作的謳歌賦

辭，或許因為在記載流傳中沒有受到妥善的宣傳，或者是沒有得到再次被賦謳的

機會，於是沒有被收納進《詩》的經典化機緣。而研究者在討論賦的起源問題上，

也總喜愛在先秦歷史典籍之中，去尋找此處「謳詩」、此處「賦詩」，有無音樂配

入等等細膩的問題。然而本文雖然不能否認賦的初出、成形、濫觴與《詩經》體

系有著一些千絲萬縷、難以割捨的關係，而「受命於詩人」或許還有待商榷，「拓

宇於楚辭」應當是毋庸置疑。在《楚辭》之後，賦文類已然完整而大體皆備，成

為一個有其歷史、有其沿革的完形文類。30或許我們不能完全否定「賦自詩出」，

然而卻可以明晰地確定其後兩大文類「分歧異派」，並且各自在中國文學史上發

光發熱。在六朝時兩大文類確實交換某些風格、技巧與特質，但這與兩種文類的

萌發或者是「賦自詩出」的概念已經南轅北轍。賦在濫觴之初確實以承繼詩的美

刺意旨而沾沾自矜，然而到了六朝兩種文類所衍生的趨近，在方法上、義界上都

與當初意旨上與文學技巧上的近似毫無瓜葛。所以陳英絲於結論處提及的， 

 

「賦自詩出」雖經歷散化的過程，獨立成體，然而隨著詩歌的再次蓬勃發

展，……到了六朝，賦「詩化」現象的普遍，賦體再次向詩靠攏，甚至呈現

詩賦合流。31
 

 

陳雖然徵引的是劉勰之言，並試圖詮解「賦自詩出」的指涉，然本文以為陳英絲

恐怕亦未能徹底梳理出「賦自詩出」的文脈與其原生義涵，而與劉勰以及班固等

書寫模式的原義與初衷有所偏移(當然我們也不能忽略，班固劉勰在當時麗采競

繁的文壇風氣之中，再次提出賦的原初精神，象徵其古老光榮的再顯，一方面為

了去污名化、一方面也為了導賦作回到正軌)。而作出了這樣似是而非、未必精

確的結論。 

 

                                                 
29
 簡師宗梧關於華元之謳的相關論述，參見氏著，〈先秦兩漢賦與說唱文學關係之考察〉，3~4

頁。華元之謳見《左傳‧宣公二年》，「華元為植，巡功。城者謳曰：「睅其目，皤其腹，棄甲而

復。于思于思，棄甲復來，使其驂乘。」謂之曰：「牛則有皮，犀兕尚多，棄甲則那？」役人曰：

「從其有皮，丹漆若何？」華元曰：「去之，夫其口眾我寡」」(杜預，《春秋經傳集解》 (相臺岳

氏本)(台北：新興出版社，1981)，161頁)。關於此段事件與詩賦的關聯，本文第五章將續而論

之。 
30
 此論調也非筆者孤鳴獨發。謝榛《四溟詩話》(收錄丁福保，《歷代詩話續編》，台北：木鐸出

版社，1983)卷二有云，「屈宋為詞賦之祖，荀卿六賦，自創機軸，不可例論。相如善學楚詞，而

馳騁太過。子建風骨漸弱，體製猶存。庾信〈春賦〉，間多詩話，賦體始大變矣。」，1163頁。

由此可見明代文論家對賦的一套嚴謹的標準。我們姑且不論馳騁、風骨等較為直觀、感受性的文

論術語，由此觀之，詞賦體制向來與詩有所區隔，這是不論時代，凡文論家都可以感受體會之。

而剝除「古詩之流」、「六義之中」，使「賦」獨立出來之後，我們更可以洞察賦所代表的——「詩

名騷體」——的真實性與精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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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廖蔚卿《漢魏六朝文學論集》中收錄的〈從文學現象與文學思想的關係

談六朝「巧構形似之言」的詩〉一文，其中所提及與《文心雕龍》〈明詩〉、〈詮

賦〉篇相關的問題，也在此進行粗略的論析，便於啟下節討論。廖氏在文中第二

章，討論文體學的問題之處，先徵引了《典論‧論文》、〈文賦〉以及〈詮賦〉、〈明

詩〉的四段文字之後，在提出其見解： 

 

曹丕先強調詩賦在語言藝術上的合一——求麗。陸機在內容精神與語言藝術

兩分面雖分別詩賦而倡「緣情」與「體物」、「綺靡」與「瀏亮」之說。但詩

雖「緣情」，仍須「體物」；詩雖「綺靡」，仍須「瀏亮」，這可以用劉勰的詩

賦論加以補足及證釋。劉勰以為詩是「吟志」的：「人稟七情，應物斯感，

感物吟志，莫非自然。」這就是陸機「緣情」的最好注釋；而負起緣於「睹

物興情」，所以賦也是「緣情」的。同時賦是「體物」的，而詩也必然是「體

物」：「詩人感物，聯類不窮」(〈物色〉)，所以詩賦在題材上是相同的；這

是詩賦內容本質之合一論。如就語言藝術而言，李善注「綺靡」與「瀏亮」

為「清妙之言」與「清明之稱」，其與劉勰所謂「雅潤」及「清麗」、「明雅」

與「巧麗」並無二致，都是描寫修辭之求巧求美。32
 

 

其實我們不難發現在其中有一些問題存在。〈文賦〉原文所提及的，「詩緣情而綺

靡，賦體物而瀏亮」，這其實是一反常態的定義，在之後方出現的《文心雕龍》

給我們的印象在於，之所以體物是為了寫志，而之所以會綺靡是肇因於鋪采，鋪

采摛文是賦體在形式上給人的刻板印象，而言志應當才是詩的本色當行。故廖氏

已認為陸機這兩句話是運用了互文見義的句式，所以才會說出「詩雖『緣情』，

仍須『體物』；詩雖『綺靡』，仍須『瀏亮』」——這個引東填西、以詩特質比附

填充賦技巧——的推論。實際上劉勰並沒有替陸機進行注釋或者是補足意義，按

照詹鍈、曹旭，劉勰身為折衷的言志派，與陸機新變緣情派在根本立足點上就已

迥異。詹鍈在《文心雕龍的風格學》中同樣提及了這個問題，並引用了周汝昌〈陸

機〈文賦〉「緣情綺靡」說的意義〉一文，解「瀏亮」為嘹喨、清朗。33然而誠

如詹氏所說，瀏亮無論是清朗或是嘹喨，都是指涉一個形式的問題。「瀏亮」應

當是一個與「綺靡」完全迥異、南轅北轍的方法技巧，所以才會按照文脈而下，

形成偶句、對舉相生。如果按照廖蔚卿所說，指涉不外乎「清潤」、「清麗」，那

詩賦作何區分、以何隔別？ 

 

    故筆者之見，詹、廖所謂的「精妙之言」與「清明之稱」自然有所不同、需

                                                                                                                                            
31
 陳英絲，《六朝詩「賦化」研究》，131頁。 

32
 廖蔚卿，《漢魏六朝文學論集》(台北：大安出版社，1997)，558頁。 

33
 詹瑛，《文心雕龍的風格學》(台北：正中書局，1994)，20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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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區分，詩體賦體亦有不同的風格規範。我們如果直接按照文義，解釋「而」為

因此、所以、作因果關係，則〈文賦〉兩句被解成了「詩須緣情所以必然綺靡，

賦須體物所以必然瀏亮」，這是很難說得通的。所以本文以為，可以按照賦體的

寫法，將『而』作為一種並舉義、而不作轉折連接義，整個語義應當是「詩以緣

情為本，且須兼具綺靡；賦以體物為宗，且須兼備清亮」，如此一來下半的敘述

成為一種補語、並舉、分別獨立的語脈，或可能不再是廖氏所理解的互文見義。

人秉七情，應物方能思感，如果僅有緣情勢必流於空泛，辭藻的豐潤與竄入成為

很重要的核心。這不僅僅是詩、賦的句法問題，〈文賦〉又論銘、秣、碑文，兩

種特質皆屬風格的要求與強調，而非前後因果關係。本文對於廖蔚卿對論過程中

的雄辯、筆力縱橫、創見斐然而感到心折，但就此部分與文類分判而言，廖氏或

許可能偏移誤讀了陸機的原義，並且對於——本文以為本屬兩派兩種主張的劉勰

與陸機，或許產生了區隔上的相雜與混淆，於是有了以上的判斷。下節本文將就

〈文賦〉、〈詩品〉所提出的、以及一些重要的，與詩、賦兩大文類的風格、特質

息息相關的重要術語，進行再次討論與重新商榷、定調的工作。 

 

第三節、瞻時嘆逝、感物思紛 

——《文賦》、《詩品》以及其他文論中重要術語與六朝「詩賦合流」

現象 

 

就六朝文論發展史而言，陸機卒於西元 303年，兩百年後，西元 503年，劉

勰方拒馬沈約，始秩昭明太子蕭統的東宮「通事舍人」。然本章節的安排之順序

並非在於時代的先後，同時，按照時代發展所進行的論述，如前述的討論詩賦問

題的專篇論文，往往都有所弊病，研究者會先驗地認定六朝的「詩賦合流」現象

的發展，是一個直線性的、往詩方面一面傾倒的、以及一去不復返的進步觀，其

實這是有其盲點存在的。換言之，六朝所萌發的，詩、賦之間的獨特關係，以及

詩學史、賦論史的發展延續，都以一種十分細膩而千絲萬縷的模式演變。在詩、

賦創作的過程中有仿擬的可能，同樣的在詩論賦論的書寫中亦如是。詩、賦創作

有風格的派別、有反動、有新變、有沿革、有對於前代迥異的風潮進行抉擇，在

文論發展中亦然。誠如蕭子顯在《南齊書‧文學傳論》中廣受後人引用的名句， 

 

習翫為理，事久則瀆，在乎文章，彌患凡舊。若無新變，不能代雄。34
 

 

道盡整個無論六朝創作也好、文學理論亦然、創作者內心深處最執著的焦慮與追

尋。那就是不斷的新變、復古、反動與追求代雄的可能性。故本章雖以觀念史的

                                                 
34
 梁‧蕭子顯著，《南齊書》卷五十二，收錄《南齊書‧梁書‧陳書》(台北：鼎文書局，1989)，

907~90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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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度立論，以幾個文論術語作為討論對象，然而若忽略其歷史的發展，時代的演

變，則對於詩、賦之間的問題仍然會發生偏離主旨的誤解。 

 

詹福瑞在其新作《中古文學理論範疇》一書中，有〈「詩緣情」辨義〉一文，

特別討論「緣情」說的提出、從言志到緣情的轉變，詹福瑞更為緣情說尋找遠因，

將緣情與漢代黃老刑名、魏晉玄學進行連結，說明「緣情」並非是至陸機才孤鳴

獨發的概念，且陸機僅象徵「緣情」說的開始，以及「言志」論的消息，「言志」

論仍以伏流的型態呈現。 

 

從總體情況來看，路機及其後的南朝時期，文學觀念基本上完成了由「詩言

志」到「詩緣情」的轉變。但是，這並不意味著「詩言志」的觀念已經退出

了文壇，只不過不再佔統治地位而已。……摯虞所持的文學觀念就是「詩言

志」……梁代的裴子野復古，又倡「詩言志」。……然而「詩言志」的聲印

畢竟越來越弱，裴子野的理論如同空谷之音。35
 

 

裴子野、蕭子顯、蕭繹等文論家本文後文將進而論及。本文接受詹福瑞以緣情說

作為梳理齊梁文論的測量尺，不過本文同樣以為如《雕蟲論》、《金樓子》、以及

蕭統等文學觀，未必將重點放在「緣情」或「言志」與否，若稱其折衷、稱其集

大成，或許忽略了其他文學觀與其他術語，針對某一文論家所萌生的干擾可能

性。另外本文對於詹氏提及劉勰、鍾嶸的「緣情論」有所疑議，詹提及， 

 

與蕭統文學觀念相近的劉勰，其理論似乎也折衷於言志與緣情之間。……

(《文心雕龍》)既繼承孔子的文學觀，又吸收了魏晉物感理論，折衷傾向十

分明顯。……齊梁時期的另一位文學理論家鍾嶸卻表現了鮮明的「緣情」色

彩。他在詩品序指出：「氣之動物，物之感人」……鍾嶸的物感論是發展了

的物感論，他所說的物中，包含了世情。36
 

 

論者或謂，前文筆者亦接受曹旭《中國詩學史》諸觀念，以劉勰為一折衷派的角

色，何以此處提出異議。然本文以為，就許多理論層面而言劉勰確實嘗試妥協、

兩面討好，然而以其理論底蘊而言——如前討論的〈明詩〉「人秉七情，應物斯

感」、〈物色〉「屬采附聲，亦與心而徘徊」等諸篇作為佐證——或許在劉勰的體

會中，原道、宗典、明聖人之言、聖人之道，以及持丹漆禮器隨仲尼南行，都是

不得不然的拉抬作用。言劉勰折衷於言志與緣情，本文以為表面上確實如此。然

而在底蘊流動與發展間，《文心雕龍》已然接受物色緣情之概念。至於詹氏論及

                                                 
35
 詹福瑞，《中古文學論範疇》(北京：中華書局，2005)，72~73頁。 

36
 詹福瑞，《中古文學論範疇》，7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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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嶸，本文頗服膺詹所謂的「發展了的物感論」，於是鍾嶸「突破了陸機以來的

物感理論，使『緣情』蘊含了廣闊的社會內容，強調詩要抒發真情、摯情與怨情」
37一段，是頗為有其見地的。然而本文同時卻以為鍾嶸確實在物色／感物38系統

的脈絡之中，這是從「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搖蕩性情，形諸舞詠」就可以明顯

察覺。然而本文又認為鍾嶸面對所謂的「物色緣情」此觀念，扮演的是一個有所

反動、異調的角色——此處的「異調」與《中國詩學史》所稱的，儒家折衷派的

異調在立意、指涉上已有所不同。在鍾嶸的審美角度中，「巧似」未必為褒、通

常還帶有貶意。鍾嶸讚許「骨」、重「采」、愛「華」、好「滋味」、而在評論專家

之詩作時，「情」字用五次——如「情寄八荒之表」、「情兼雅怨」、「情喻」等，

情性、情靈當然是鍾嶸評價讚揚的重要指標，然而誠如本文所言，「情」也僅是

諸多術語的評論方式之一，我們未必能要全然接受詹氏所謂的，「『詩緣情』理論

發展到了鍾嶸《詩品》，達到了它空前的理論高度。」39鍾嶸如何看待物色與緣

情在結合上的可能，如何做出評價，如何檢視「巧似」之詩人，又如何扮演異調

角色，則為本文所關注。 

 

故於下文中本文姑且將陸機視為「物色緣情說的旗手」；鍾嶸視為「物色緣

情說的異調」，並討論其他文論家。附帶一提的是，物色緣情的異調，與《中國

詩學史》中「儒家折衷派的異調」，名同實異，學者當分別判之。 

 

1.物色緣情說的旗手：陸機〈文賦〉 

 

陸機〈文賦〉雖然篇幅不長，卻在文學理論歷史上有重大的意義以及指標性

作用，這是研究者所公認的。歸青、曹旭合編的《中國詩學史》魏晉南北朝卷中

提及， 

 

〈文賦〉是陸機撰寫的一篇討論文學創作的論文。其核心問題是探討在文學

創作中，怎樣才能作到意與物、文與意的相稱。「詩緣情而綺靡」一語即出

自其中文體論的部分。儘管這一說法在〈文賦〉全篇中並不佔突出地位，但

從詩學史的眼光來看，無疑意味著一種新的詩學觀念的誕生。40
 

 

這一段判斷是很精準的。我們可以想見陸機對於「詩緣情而綺靡」的隨手拈來，

                                                 
37
 詹福瑞，《中古文學論範疇》，74頁。 

38
 關於「物色」、「感物」其間的差異，本文於後文借廖蔚卿、江明玲之論進而說明之。此處先

暫且混為一體，以便於行文。 
39
 詹福瑞，《中古文學論範疇》，74頁。 

40
 歸青、曹旭，《中國詩學史》，79~8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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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因為這僅是十種文類的判斷語，並以賦體句法操作下無心的一句描繪語句。陸

機並不認為這一種新穎的核心價值，並不像劉勰孤鳴獨發一些文學創作來源論，

如「徵聖」、「宗經」、「神思」，或者是嶄新的修辭概念，如「風骨」、「隱秀」、「物

色」；也不像鍾嶸開宗明義地標舉出「氣」、「感動」、「滋味」、「文質彬彬」、「興」、

「觀」這些專有的評論術語，視作後文分品第、判源流的先驗方法。但是無心所

拈出的「緣情」——我們姑且視之為一種宣言——卻象徵了整個詩學觀念史的轉

向。詩除了外在形式的「綺靡」之外，連核心價值、所謂的跟《詩經》那一道源

遠流長、本色當行的—「言志」的—親屬關係，在〈文賦〉中都被評論家所拔除、

脫勾，那麼這無疑衝擊了儒家一脈相承的經典傳統，轉念思之，這樣的宣言同時

替過去擺脫不了經典束縛的詩作，找到了開脫舒坦的藉口。而所謂的「緣情說」

也理所當然成為後代研究者極其重視的、象徵宣告六朝詩專屬風格的新時代到

臨。 

 

姑且不論前述詹鍈所提出的，陸機與劉勰分屬緣情派與言志派的觀點，其實

〈文賦〉的整個架構跟《文心雕龍》有很多部分雷同而且異曲同工。〈文賦〉開

宗明義就是說明自然物色觀，這與《文心雕龍》〈物色〉篇所要提出的核心觀念

很類似，而〈物色〉篇從創作之首，被挪位化成了末卷之頭，這在前文已經進行

討論。之後〈文賦〉從文體論、修辭論、一路談及到了批評論，文學根源論、靈

感論，其實我們都可以發現與〈神思〉、〈知音〉、〈才略〉頗為近似的闇影，顯然

劉勰在書寫《文心雕龍》時得到〈文賦〉許多的滋養，而〈文賦〉看似就如同一

部「具體而微」的《文心雕龍》。 

 

為了討論本文主題，我們先看〈文賦〉首段： 

 

佇中區以玄覽，頤情志於典墳。遵四時以嘆逝，瞻萬物而思紛。悲落葉於勁

秋，喜柔條於芳春。心懍懍以懷霜，志眇眇而臨雲。詠世德之駿烈，誦先人

之清芬。遊文章只林府，嘉麗藻之彬彬。慨投篇而援筆，聊宣之乎斯文。42
 

 

大抵來說，〈文賦〉前四句，直接點明了創作者的三大靈感與文采的根源。「佇中

區以玄覽」點出創作者本身天賦、才性的重要與不可或缺性。「頤情志於典墳」

則是說明積學與後天所累積的學思經歷。其實才、學兩大創作根源，並不是陸機

於此方匠心獨創，如《典論‧論文》已經有這樣的論述，只是曹丕屬於天賦論者，

強調氣有清濁，不可力強。劉勰在〈神思〉有所謂的「疏瀹五藏，澡雪精神。積

                                                 
41
 或許隨手拈來未必精準，但卻符合現狀，我們可以感受到的是緣情觀之餘陸機已然成為一種

檯面下的、潛意識中的普視價值。 
42
 徵引自嚴可均，《全晉文》卷九十七，2013頁。 



 49

學以儲寶，酌理以富才，研閱以窮照，馴致以懌辭」一段，同樣是說明才與學的

相互配合，不過後來劉勰仍然是導向「元解之宰，尋聲律而定墨；獨照之匠，窺

意象而運斤」、或者是所謂的「伊摯不能言鼎，輪扁不能語斤」這種神秘主義色

彩般的天賦決定論。最後第三，就是「遵四時以嘆逝，瞻萬物而思紛」，有才積

學之後，當然可以發文成篇，但是自然山水之助，也是不可忽略的。如果說才性

與積學是引發化學反應的兩個必備元素，那麼所謂的四時萬物，就是促使兩種元

素結合並且發揮作用的催化劑(關於山水之助與創作起源的關係，我們很自然地

聯想到並徵引「登山則情滿於山，觀海則意溢於海」(《文心雕龍‧神思》)並舉

比附)。這第三個、重要的催化劑，一直存在於文學作品之中，然而在先秦兩漢，

某種以立意為本不以能文為宗的風氣之下，長期遭壓抑忽略，到了六朝方重新被

提起，而成為一種創作中必要的、可以與才性學思鼎足而立的重要元素。這時文

論家方重新追溯，無怪劉勰得以作出，「然則屈平所以能洞監風騷之情者，抑亦

江山之助乎」(〈物色〉)這樣的結論。 

 

雖然我們綜觀〈文賦〉全文，沒有特別標舉出什麼核心思維或者是問題意識，

而反而耗費了較多的筆墨在於鋪排與摹寫、譬喻比興這樣的技巧之上，後文更顯

的流於說明創作的神秘主義，不過正因為這些無心的提法，卻意外的成為後來研

究者切入當時文學理論研究的一個風向球。我們可以認定當對各種文類進行判斷

與定位的時候，這應當不僅是陸機個人的理解，而是當時知識份子、身兼多文類

書寫者的一種普世價值。當然現在我們看陸機敘述十種文類之處，或許有許多不

清不楚以及不完備之處， 

 

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碑披文以相質，誄纏綿而悽愴。銘博約而溫

潤，箴頓挫而清壯。頌優遊以彬蔚，論精微而朗暢。奏平徹以閒雅，說煒曄

而譎誑。43
 

 

但在須兼具排比、對偶以及押韻的賦文類限制下，仍能以四個字道盡一個文類的

特性，這是很有前瞻性的書寫模式。不可否認的，〈文賦〉已經較曹丕《典論‧

論文》大而化之的論述「奏議宜雅、詩賦欲麗」要細膩而進步許多，而且誠如前

述，我們足以相信陸機對於文類的介紹之外，同時放入了自身身為詩、賦以及其

他文類的創作者、以及一個文學理論家，所自詡的縱深與高度，於是陸機除了介

紹文類的特質之外，更加入了其自身之觀點與建言。詩緣情、賦體物是其特點；

而詩求綺靡、賦講瀏亮這就是其理解與期許。這個概念給了劉勰以及後代的評論

者、文學理論家許多的養分與空間，而《文心雕龍》的文體論，除了加入「釋名

                                                 
43
 徵引自嚴可均，《全晉文》卷九十七，201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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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義、原始表末」，其他的部分也大抵上比照如此的體制，對一個文類之風格與

迄今之發展，給予框架、建議與評價。 

 

    另外一個〈文賦〉賦予文學理論史重要的創見，在於將「四時萬物」這樣的

「物色條件」對於創作者的啟發、登堂入室的列入創作起源論，與「才」、「學」

二者鼎足而立。這同時也象徵著身兼詩、賦兩種文類作家的陸機，將原本偏向於

賦體的創作手法，視為所有文類、所有文學創作都廣受澤被的起源論。當然到了

劉勰又巧妙而折衷地將「物色」追溯回到《詩》經典系統，但是不可否認的在《詩》

之後的兩漢，巧構物色之形原本就是屬於賦文類著重與專攻之處。〈文賦〉的標

明，無疑是說明了被詆毀為童子篆雕，女工綺縠的賦技巧，理所當然的升堂入廡，

成為當時的東晉以及後來的整個六朝所極其重要的、服膺者亦即極多的創作手

法。這是諸如折衷派的劉勰也難以否認的事實。 

 

2.物色緣情說的異調：鍾嶸《詩品》 

 

在討論《詩品》與其所標舉的「物色觀」時，歷來研究者總以〈詩品序〉中

開宗明義之四句， 

 

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形諸舞詠。44
 

 

當然，本節小標題的「物色」與人與生俱來的「感物」，我們也不能忽略其間是

否存在著差異。鍾嶸以此四句作為序言的開場，作為論述之宗旨與依歸，足以見

其在感物的時代脈絡下。廖蔚卿〈從文學現象與文學思想的關係談六朝「巧構形

似之言」的詩〉斯文引諸四句後提及， 

 

然則動心的「物」既不是一種僵化的形象，且以多樣及多數性的變化表現著

自然生命——「氣」所給予的刺激，然而，物之動人，就不僅是沿耳目的視

聞，也非單方面的投射，因為萬「物」既在「引心」，且又「迎意」……於

是一方面自然的生命特質及形貌與個人的生命特質及形貌要求作一致的表

現，所以必須以「體物」「寫物」去結合「感物」「詠志」，以共同完成詩的

體構。45
 

 

廖以續稱以「感物」，然而至於江明玲《六朝物色觀研究》引此四句後提及， 

 

                                                 
44
 王叔岷，《鍾嶸詩品箋證稿》(台北：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所，1999)，47頁。 

45
 廖蔚卿，《漢魏六朝文學論集》，570~571頁。 



 51

鍾嶸認為詩歌的創作始於對自然物色的感動。「性情」是應物的主體；「物色」

是觸使性情搖盪的因素，性情的本質原是靜而不動的，受到外界事物的刺激

而有了喜怒哀樂之情。46
 

 

江氏已將鍾嶸的「物」，體會為感「物色」，本文頗為認同。依筆者之見，所謂的

「氣之動物」其實比較費解，在解釋上很容易就導向了以氣為本的神秘主義之

上，但是「物之感人」則顯的清晰明快，詮釋者也不外乎都將後文所提及的「春

風春鳥，秋月秋蟬，夏雲暑雨，冬月祁寒」狹義的物色，以及「楚臣去境，漢妾

辭宮。或骨橫朔野，或魂逐飛蓬。或負戈外戍，殺氣雄邊。塞客衣單，孀閨淚盡」

等廣義的物色與偶發事件的際遇情感，歸納進入此處的「物」字義涵之中，這樣

的解釋作為詩學、文學起源論應當是更為精準的。換言之，感物所感之物，除了

前述詹福瑞衍生義——世情之外，更包括原生的，「物色」之「物」。於是「感物」

正是「感物之色」。而事附物入，情依物出，如果我們更縝密地觀察物、事與詩

人情感之間的關係，我們可以勾勒出一個六朝普世的創作過程起源模式， 

 

四時萬物+偶發事件→整體外在世界觀→文人援筆創作(才性、積學在此加入

創作之中)→興情寄物→情景交融 

 

有了這樣對鍾嶸所理解的，當時創作起源論的先驗，下文當我們重新定位與商榷

鍾嶸對於所謂的「巧構形似」的觀點，其褒貶之所以產生某些看似產生的差異與

矛盾，也不至於有意外困惑。而本文以為，鍾嶸不能自外於當時的物色緣情脈絡，

但從其對「形似」得褒貶互見，我們仍可感受其扮演的異調角色。 

 

此處暫且容後再談，廖蔚卿於〈從文學現象與文學思想的關係談六朝「巧構

形似之言」的詩〉提到了一個頗為重要的、關於六朝甫初乍現的、牽扯「物」與

「情」與「詩」的聯繫問題，然而在文章中並沒有清楚的點開言明，這其實對於

了解「物色」的觀念歷史，以及本文所關注的詩、賦關係與交流現象，也有重要

的象徵意涵。廖氏於該文結尾處提及， 

 

六朝以前的文學思想，雖然也重視「情動於中，而形於言」，但如對「物」

的觀點一樣，並不從文學的起源上探察「情」也是文學的生命或特質，他們

將文學的特質集中在「言志」的目的與「諷諫」的作用上，如孔子引志說，

「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左傳》

襄二十五年)……於是情性不被視為獨立於國家社會之外的個人的生命本

                                                 
46
 江明玲，《六朝物色觀研究——從感物到體物》，1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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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而將它的活動附托於社會人事之中，……「緣情」說不僅在文學的根源

上建立了文學的精神特質即是個人的生命質性的觀念，由此也補充了舊有的

「言志」說的內涵，擴充了所謂「志」的範疇，而不僅限於美刺政教善惡。
47
 

 

雖然在結論處，廖氏提出一圖表，說明六朝文論觀念雖然發於緣情，歷經感物、

體物，寫物，巧構形似，最終目的仍然求諸詠志。48但是不可否認的詠志所詠之

志已非「言志」之志，其內涵除了廖氏所說的擴充，更產生了轉向。緣情為詩發

生的動機，而將情一覽無遺的吟詠才是創作的終極目標，這是六朝所方萌發出的

獨特的理論。更重要的是，在過去沒有被提及的「物」成為溝通情與志的重要中

間，在「不言誰知其志，不文行之不遠」之間，物(包含上述的四時萬物與衝擊

情感事件)成為興言的重要媒介。所謂的「巧構形似」也就不僅是如前人所理解

的，僅是為了徹底而全面的勾勒出外物之形貌。在某些六朝創作者，尤其是所謂

的「審美新變派」的信念之中，正因為情以物興、物以情觀，所以必須透過對於

物無限上綱的瑰麗描繪，方能全面關照出真實的情感、吟詠出合律的心志。這是

所謂的「緣情說」、「物色觀」、「巧構形似之言」背後的重要理論架構。在「言志」

說這個神聖代名詞方興未艾的發酵下，我們可以理解〈明詩〉篇所說的「人秉七

情，應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詮賦〉篇「鋪采摛文，體物寫志」、〈詩

品序〉「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形諸舞詠」，49物感人、人(情)感物，

志與情與物與詩、賦兩大文類，就在當時所發展出一套特有的情物志的關係，衍

生出了極其密切的結合。 

 

總括而言之，「言志」仍然是強調必須「求麗」的詩與賦最終的關懷，只是

在創作與興發的過程中，文論家與創作者共謀而製造了之間的間隙。體物是為了

寫志，感物是為了吟志，而巧構形似，搖盪性靈，最終的目的仍然是為了追求民

生而志的感動與初衷。從此賦文類所注重的「物」、「觀物」、「體物」、「感物」正

式進入了中國文學中，成為詩、賦兩大抒情文類的重要根源與依歸，而始終密不

可分。 

 

論及鍾嶸的文學觀，其為「巧構形似之言」一詞彙的創生者，其觀念指涉當

然是我們需要釐析。廖氏該文廣括陸機、劉勰以及其他重要的文學理論作品，說

明「巧構形似」的整個觀念脈絡之形成，然而率先提出這個詞彙作為批評術語之

                                                 
47
 廖蔚卿，〈從文學現象與文學思想的關係談六朝「巧構形似之言」的詩〉，收入氏著，《漢魏六

朝文學論集》，576頁。 
48
 圖表參見廖蔚卿，《漢魏六朝文學論集》，577頁。 

49
 王叔岷，《鍾嶸詩品箋證稿》，47頁。 



 53

用的，仍然是齊梁之際甫出的《詩品》。然而在進入這個問題之初，光是「巧構

形似」這個術語的褒貶問題，研究者已足以為此齟齬。江明玲於其《六朝物色觀

研究》一文中，大抵上認為「形似」之詩乃鍾嶸讚賞用詞： 

 

……鍾嶸《詩品》中「形似」一詞，是用以批評張協、謝靈運、顏延之、鮑

照諸人的作品。……「形似」主要針對山水景物詩所建立的批評術語，這一

點可由此四人多山水景物之寫得到印證。 

鍾嶸詩學的核心是吟詠性情，又以文質彬彬為詩歌的理想訴求。為何又予「模

山範水」的山水詩人極高的評價？因為鍾嶸認為「巧構形似之言」不僅是事

物客觀的呈現，更有詩人主觀的情意蘊含其中。欲求「形似」，詩人對景物

描寫必須有高度的忠實與成熟的技法。50
 

 

「高度的忠實」與「成熟的技法」一段，係江氏自出機杼。當然，「巧似」四詩

人的技巧、忠實無庸置疑。但本文以為「巧構形似之言」未必屬於讚揚的論述。

我們要明晰這個術語的論述，首先要理解《詩品》的體例。《詩品》卷上評張協

處提及， 

 

其源出於王粲。文體華淨，少病累。又巧構形似之言，雄於潘岳，靡於太仲。

風流調達，實曠代之高手。調采蔥菁，音韻鏗鏘，使人味之亹亹不倦。 51 

 

卷上評謝靈運前四句提及， 

 

其源出於陳思，雜有景陽之體。故尚巧似，而逸蕩過之，頗以繁蕪為累。52
 

 

這兩則可合而觀之，謝靈運的巧構形似，按鍾嶸看來是因為雜有張協之體，然而

在操作技巧上又不如張協，所以「逸蕩過之，頗以繁蕪為累」，雜、蕪這是鍾嶸

以及六朝文論家喜愛使用的一種批評術語，除了天賦才性方面的判斷之外，通常

指設的是修辭藻飾方面的問題，是就外部書寫形式的定位。且《詩品》的體例往

往兩句或四句自成一個系統，可能先褒後貶，未必呈現整全的統一貫徹的脈絡。

所以即便鍾嶸激賞張協，稱其「風流調達，曠代高手」、「調采蔥菁，音韻鏗鏘」，

這並非肇因於其「巧構形似之言」，而這「巧構形似之言」，雖然在使用技巧上能

夠「雄於潘岳」，卻同樣流於雜蕪，所以「靡於太仲」，充其量此處的「巧構形似」

帶有中介而褒貶互見的特性。到了中品的鮑照，雖然評語同樣是「尚巧似」，卻

                                                 
50
 江明玲，《六朝物色觀研究》，14頁。 

51
 王叔岷，《鍾嶸詩品箋證稿》，185頁。 

52
 王叔岷，《鍾嶸詩品箋證稿》，19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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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截然不同的文脈， 

 

其源出於二張，善製形狀寫物之詞，得景陽之諔詭，含茂先之靡嫚。骨節強

於謝混，驅邁疾於顏延。總四家而擅美，跨兩代而孤出。嗟其才秀人微，故

取湮當代。然貴尚巧似，不避危仄，頗傷清雅之調。故言險俗者，多以附照 

。53
 

 

「然貴尚巧似」已經將脈絡的轉折全然點出，鍾嶸其實是對所謂的「巧似」已經

整個物色緣情說，抱持著保留的態度。筆者曾撰〈才秀人微的底蘊——鮑照詩對

謝靈運詩的仿擬與抗拒〉一文，討論《詩品》對於鮑照的評價。大抵來說，鍾嶸

「總四家而擅美，跨兩代而孤出」的鮑照，詩歌藝術價值已經足以列在上品。然

而除了其身分地位的「才秀人微」表徵之外，流於巧似，傷清傷雅，甚至開啟了

一個偏差的、險俗的、群起效尤的風格與趨向，這是鍾嶸對其的貶抑，且應當是

降之於中品的實質原因。在討論《詩品》一段的最後，本文準備徵引《中國詩學

史》，以作為一小結，歸青、曹旭於《中國詩學史》中提及，鍾嶸所追求的，是

如曹植般唯一而純粹的典型，其他書寫者或過或不及，都難以與之並駕齊驅： 

 

……在古今詩人中，最能體現鍾嶸美學理想的詩人是曹植。上品評曹植說，

其源出於國風，……鍾嶸從曹植的詩歌中概括出自己的詩學理想，又以對曹

植的理想化，史自己的詩學理想得以體現。其中，「骨氣奇高，詞采華茂；

情兼雅怨，體被文質」，正是鍾嶸思想的核心。這一核心包含兩組美學範疇： 

一是情感上的雅、怨；二是體制風格上的文、質。54
 

 

鍾嶸本身並沒有詩歌的創作，於是乎空談一些遙遠而虛無飄渺高不可攀的詩學理

想，並非使《詩品》足以被文學理論家與創作者接受的途徑。於是在亙古的五言

詩歌創作史中，鍾嶸標舉出曹植作為代表，並且說明了骨氣、詞采並重，文與質、

雅與怨的相輔相成，互相剪裁修正，方為最理想的作品。「巧構形似」是詞采方

面的磨練，稍有不慎就可能流於繁蕪，或者傷清、或是傷雅。一但清雅遭傷，質

不及文，那麼勢必背離所謂的「文質彬彬」。由此可見，鍾嶸雖然不反對「巧似」

所造成的藝術高度，然而又對於這樣的風格與潮流帶有謹慎與反動的保守思維，

於是成就其在物色緣情說的發展歷史中扮演的異調角色。 

 

3.其他文論的重要觀念 

 

                                                 
53
 王叔岷，《鍾嶸詩品箋證稿》，282頁。 

54
 歸青、曹旭，《中國詩學史》，22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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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一脈相承，大抵論支持物色緣情說的文學理論家。然而時至齊梁，文論

界百家爭鳴。持復古之見，大抨當時文風者亦多有人在。以裴子野為核心的國史

派文學集團，即主張回歸經學傳統，對於當時文學的獨立事業，以及創作者忽學

重文的現象嗤之以鼻。不過裴子野本身並非覃思之人，《梁書‧裴子野傳》引范

縝之言， 

 

子野為文典而速，不尚麗靡之詞。其制作多古法，與今文體異，當然或有詆

訶者，及其末皆翕然重之。或問其為文速者，子野答云：「人皆成於手，我

獨成於心。」55
 

 

奇怪的是，堅持於復古樸實的裴子野，同樣服膺某種創作者的神秘主義，不過或

許這仍然是一種諷刺，是對於綺靡文風的反向譏訕。在裴子野現存的著作《雕蟲

論》中，彰顯了其文學特質： 

 

自是閭閻年，貴遊總角，罔不擯落六藝，吟詠情性，學者以博依為急務，謂

章句為專魯，淫文破典，斐爾為功。無被於管弦，非止乎禮儀，深心主卉木，

遠致極風雲，其興浮，其志弱，切而不要，隱而不深，討其歸途，亦有宋之

遺風也。若季子聆音，則非興國；鯉也趨室，必有不敢。荀卿有言，亂代之

徵，文章匿而采，豈斯之謂乎！56
 

 

回歸經典的初衷，這與裴氏編撰史書的背景相結合，大抵上不讓人意外。然而本

文特別徵引《雕蟲論》說明裴子野的文學觀念，其實主要為了後文，蕭氏兄弟的

文學觀進行鋪陳。在〈與湘東王書〉中我們可以知道，裴子野的文學理論以及其

創作手法，成為當時書寫者仿擬的兩大風格之一。而顯然出乎歷史發展意料的

是，崇尚樸實、經典的文風在刻板印象中麗采競繁的齊梁，同樣有生存的空間與

銷售市場。如果我們視物色緣情說為詩、賦趨近的現象之一的話，那麼在國史守

舊派的操作下，傳統所論的「詩賦合流」在路徑上顯然遭受到某個程度的阻礙與

曲折。57這顯然不是過去論者所謂的—六朝詩賦隨著時間發展愈趨靠攏—可以詮

釋得當。至於〈與湘東王書〉，則開宗明義，把矛頭指向儒家經典： 

 

                                                 
55
 唐‧姚思廉著，《梁書》卷三十，442頁。 

56
 引自嚴可均，《全梁文》卷五十三，3263~3264頁。 

57
 關於這之中還有更為實質的、外緣而細膩的問題。按照歸青、曹旭《中國詩學史》中的說法，

雖然蕭綱和裴子野對於當時的詩壇文風都有需要整頓的現象，但是意見正好相反。一個要「吟詠

情性」、一個要「勸美懲惡」，書中提及，「……蕭綱對於裴子野文章的不滿已非一日，但她一直

沒有提出。直到裴子也再大通二年(530)年去世，第二年五月，蕭綱被立為皇太子時，才寫了這

封《與湘東王書》，批評弟弟蕭繹旗下的歷史學家裴子野。……」蕭綱的強烈主張使其成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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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輩亦無所游賞，止事披閱，性既好文，時复短詠。雖是庸音，不能閣筆，

有慚伎痒，更同故態。比見京師文体，懦鈍殊常，競學浮疏，急為闡緩。玄

冬修夜，思所不得，既殊比興，正背《風》、《騷》。若夫六典三禮，所施則

有地；吉凶嘉賓，用之則有所。未聞吟詠情性，反擬《內則》之篇；操筆寫

志，更摹《酒誥》之作；遲遲春日，翻學《歸藏》；湛湛江水，遂同《大傳》。
58
 

 

「遲遲春日」源出《詩‧七月》；「湛湛江水」語見宋玉〈招魂〉，是純粹的物色

之作，或為比興之篇，但同樣是詠歌之體。這樣的論述讓我們想起《舊唐書‧文

苑傳序》中史臣所言，「臣觀前代秉筆論文者多矣，莫不憲章《謨》、《誥》，祖述

《詩》、《騷》；遠宗毛、鄭之訓論，近鄙班、揚之述作。謂『采采芣苡』，獨高比

興之源；『湛湛江楓』，長擅詠歌之體，殊不知世代有文質，風俗有淳醨；學識有

淺深，才性有工拙」，59曾師守正於〈《舊唐書‧文苑傳》的文學思想〉一文中視

舊唐書撰者為齊梁「審美新變派」蕭氏兄弟、沈約一系的繼承者，或著眼於斯。
60儒家道統信仰者無限上綱地將風騷物色之情、性靈搖蕩之篇，嘗試歸返回到經

典的本位，這樣的舉動發展到齊梁終於與到將文學創作視為最高位階的、與經學

同位的所謂「審美新變派」產生交會。於是在〈與湘東王書〉中，蕭綱將當代的

書寫風氣括分為謝裴、詩文兩派，然而兩派都讓蕭綱有所詬病： 

 

謝客吐言天拔，出于自然，時有不拘，是其糟粕；裴氏乃是良史之才，了無

篇什之美。是為學謝則不屆其精華，但得其冗長；師裴則蔑絕其所長，惟得

其所短。謝故巧不可階，裴亦質不宜慕。故胸馳臆斷之侶，好名忘實之類，

方分肉于仁獸，逞郤克于邯鄲，入鮑忘臭，效尤致禍。決羽謝生，豈三千之

可及；伏膺裴氏，懼兩唐之不傳。故玉徽金銑，反為拙目所嗤；巴人下里，

更合郢中之聽。《陽春》高而不和，妙聲絕而不尋。竟不精討錙銖，核量文

質，有異《巧心》，終愧妍手。61
 

 

按照蕭綱的說辭，顯然在齊梁之際，整個文風屬謝派與裴派居最大宗。這並不如

一般文學史書寫在記載南朝齊梁之後的文類所說的，向綺靡宮體的道路上一去不

返；這與研究「詩賦合流」現象的成果中所說的，六朝的詩、賦關係史是從疏離

走向靠攏，更有所悖逆。實際上時至齊梁，純粹重史筆、重質樸的風格是有復辟

                                                                                                                                            
變派」中的旗手，相對而言，蕭繹則扮演新變派中調和斡旋的角色，149~155頁。 
58
 引自嚴可均，《全梁文》卷十一，3011頁。 

59
 清‧董誥著，《全唐文》(北京：中華書局，1987)，8951、〈文苑傳序〉原文繫於劉昫傳末。 

60
 曾師守正，〈歷史圖像與建構觀點——《舊唐書》文苑傳〉，發表於政治大學經常性學術研討

會，2005‧3，3頁。 
61
 引自嚴可均，《全梁文》卷十一，301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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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跡象與可能。不過蕭綱對胞弟湘東王文學集團下的裴子野語多保留，仍稱其為

詠史之才。其實裴派與謝派併立，還牽扯到一個「詩」與「文」的問題。關於分

派體源的討論與提出，我們應當於此竄入沈約與蕭子顯——這兩個編撰史書的文

論家——其所理解的當時代文學派別。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與蕭子顯《南齊

書‧文學傳論》同樣是六朝文論史不能忽略的重點， 

 

自漢至魏，四百餘年，辭人才子，文體三變。相如巧為形似之言，班固長於

情理之說，……。降及元康，潘、陸特秀，律異班、賈，體變曹、王，縟旨

星稠，繁文綺合。……有晉中興，玄風獨振，為學窮於柱下，博物止乎七

篇，……自建武暨乎義熙，歷載將百，雖綴響聯辭，波屬雲委，莫不寄言上

德，托意玄珠……爰逮宋氏，顏、謝騰聲。靈運之興會標舉，延年之體裁明

密，並方軌前秀，垂范後昆。62
(《宋書‧謝靈運傳》) 

 

今之文章，作者雖眾，總而為論，略有三體。一則啟心閑繹，托辭華曠，雖

存巧綺，終致迂回。宜登公宴，本非准的。而疏慢闡緩，膏肓之病，典正可

采，酷不入情。此體之源，出靈運而成也。次則緝事比類，非對不發，博物

可嘉，職成拘制。或全借古語，用申今情，崎嶇牽引，直為偶說。唯睹事例，

頓失精采。此則傅咸五經，應璩指事，雖不全似，可以類從。次則發唱驚挺，

操調險急，雕藻淫艷，傾炫心魂。亦猶五色之有紅紫，八音之有鄭、衛。斯

鮑照之遺烈也。(《南齊書‧文學傳論》) 

 

大抵而言，這兩篇雖然在整理文學史以及派別觀念，卻有所不同。沈約的視角較

類似於《文心雕龍》〈明詩〉、〈時序〉的文學史梳理，而蕭子顯則是類似蕭綱〈與

湘東王書〉的判體、區分源流。此處與詩、賦合流現象之聯繫並不顯著，本文徵

引之目的，旨在於重申前述的，六朝文章風格、創作者師承、系譜本身的紊亂性、

紛雜性、以及復古、新變、折衷、妥協的可能。而我們如果想當然耳地推論曰，

「向詩文類靠攏」、「走向『詩化』的路而一去不返」，只是以今日的觀點，檢證

當時代的作品，而所作的過於天真的推論，同時忽略當時文論家的梳理、本身的

妥協與折衷、真實與想像。其後於第四章，本文亦會進而論之此兩段，並以為此

乃文論家的「想像系譜」，此點即容後在論。 

 

至於扮演蕭綱與裴子野之間調和者角色的蕭繹，63於是將問題的癥結，結合

                                                 
62
 沈約，《宋書‧謝靈運傳》(台北：鼎文書局，1980)，1753~1754頁。 

63
 本文稱蕭繹扮演過渡蕭綱與裴子野的角色，除了根據上註腳所引述的歷史事實、過從情況等

考量，《金樓子》所扮演的折衷意義也同樣是一個證據與視角。不過換言之，《金樓子》既然有〈著

述〉篇、有〈立言〉篇，且多旁徵博引儒家典籍、周孔家語，可見蕭繹效《論衡》、《法言》，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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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人的文筆說，在《金樓子‧立言》篇中作了相當全面而完整的釐析，這也是後

來談到「六朝文筆之說」，不能不引用的重要篇章： 

 

古人之學者有二，今人之學者有四。夫子門徒，轉相師受，通聖人之經者，

謂之儒。屈原宋玉枚乘長卿之徒，止於辭賦，則謂之文。今之需，博窮子史，

但能識其事，不能通其理者，汎謂之學。至如不便為詩如閻纂，善為章奏如

伯松，若此之流，汎謂之筆。吟詠風謠，流連哀思者，謂之文。而學者率多

不便屬辭，守其章句，遲於通變，質於心用。學者不能定禮樂之是非，辨經

教之宗旨，徒能揚榷前言，抵掌多識，然而挹源知流，亦足可貴。筆退則非

謂成篇，進則不云取義，神其巧惠，筆端而已。至如文者，惟須綺縠紛披，

宮徵靡曼，脣吻遒會，情靈搖蕩。64
 

 

之所以將此段全文抄錄，是因為之間牽扯到一個有趣的論述模式。在湘東王當時

代的認知之中，「古人」也分有文筆之分，只是無文筆之名。而古人的「文儒之

分」中的文，分為後來的文與筆。文、筆表現手法技巧有異，然而來源相通，正

是善於鋪排、綺縠紛披的賦家之作。根據屈宋枚馬一連串的賦家系譜，已經說明

了在審美新變派的文學觀點中，凡「文」觀念之提出，必定需要配合「賦體」的

特質與技法，而賦的特質也就在這樣的修飾環境中，成為新變派理論家定位各種

文類的重要準則。由此觀點出發，配合《戒當陽公大心書》(《全梁文》卷十一)65—

這篇蕭綱寫給嫡子蕭大心的書信—其中最惹爭議的「文章且須放蕩」一句—我們

即可以將所謂的「放蕩」，與如「夸飾」、「通變」、「新變代雄」這樣的觀念結合

在一起，而再次確認了新變派的核心價值。 

 

總括而言，過去研究路徑中，總喜愛稱六朝係文學自覺的時代，且曰六朝是

文學理論經過萌發期，走向蓬勃發展的時代。然而就文獻保留的結果論，真正對

於詩、賦——這樣以抒情為主的文類，有深刻的體認並進行細膩討論、分類、分

派的文論作品——仍須遲至齊梁之際方大量出現。在齊梁之前，重要的賦論、詩

論作品，如班固、揚雄、葛洪、曹植、曹丕、陸機、李充、虞摯等，不是篇幅過

小，即是斷爛亡佚。66所以，要關注六朝詩、賦之間的現象與問題，勢必從當時

的文學理論家的觀點立場出發，而要能綜觀整個六朝詩、賦消長，並且對於兩文

                                                                                                                                            
一家之言的企圖心。這或許也造就出蕭繹在作品上與文學主張上的差異性所在。故論者如對蕭繹

在新變派中異調的角色有所質疑，或許這也是一個解決與詮解的面向。 
64
 蕭繹著、許德平校注，《金樓子‧立言》，189~190頁。 

65
 引自嚴可均，《全梁文》卷十一，3010頁。 

66
 另外齊梁之際的文論重要篇章，如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蕭子顯《南齊書‧文學傳論》

等篇章與從「物色」技巧出發觀察的詩賦「合流現象」未必有那麼顯著的聯繫，故本文下文討論

到如作家流派、與專家的詩賦操作時，將進一步徵引，此處且稍作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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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所異同特質的提出、作家才性的論述、藝術風格的框架、以及將文壇風氣、文

學時序的認知／統整、建言／預言，都包裹在其中的文論作品，勢必僅能出現於

六朝的尾聲。故本章節主要聚焦於齊梁之際的幾篇重要文學理論作品。一方面說

明藉由文論巨擘《文心雕龍》開始，探討詩、賦的特質與限制，並且從其他的一

些篇章之中，討論物色法、巧構形似、以及文學發生論、作者才性論與文筆論等

問題。這些看似與本文題旨關係未必密切的問題，其實都指涉出，詩、賦兩種文

類雖然有其共同的特性，但是也各有其專有的風格。當詩、賦的某些專有特質，

作為一個隱在的動力因素，進行互滲、交流的時候，六朝文學於是乎走出了一條

不同於兩漢的道路，且為盛唐風氣別開生面做好了萬全的準備。另外我們也可以

了解到，如某些先輩研究者理所當然認知的、六朝的綺靡詩風、詩賦的從分到合，

是一脈相承、積重而難返的提法，可以從裴子野、蕭綱的著作中找到反例。總之

詩、賦之間在六朝所產生的重大變革與獨特現象，很難用一些想當然爾的向線與

粗略的直觀語言、概論模式就一言以蔽之的，這也正是迄今我們仍須持續探索、

細膩爬梳的原因所在。 

 

 

 

 

 

 

 

 

 


